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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是推动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政府研发补助和税收减免优惠是制度诱导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常用方式，分别具有选择性和普惠性。首先探讨企业创新制度前因，判断选择性和普惠性制度诱导分别对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情况。
基于此，使用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进行调节分析。最后，本文进行异质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因果性检验。结果发现: （1）选择性制度更能诱导企业实质性创新；普惠性制度则更能诱导企业策略性创新；（2）在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调节下，制度诱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作用更显著；（3）上市高新企业和火炬重点高新企业更能凸显制度诱导作用效果。研究证实企业内部研究机构对制造业高新企业创新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政府应鼓励并扶持高新企业设立内部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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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Induction on the Innovation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aking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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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subject of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innovation l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and tax exemptions are common ways for institutions to induce innovation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they are selective and inclusive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induc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selectiv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al induction on substantive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is, we use internal R&D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enterprise for regulatory analysis. Finally, this article conducts heterogeneity testing, robustness testing, and causality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elective systems are better able to induce substantive innovations in enterprises, inclusive systems are better able to induce strategic innovations in enterprises; (2)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R&D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induc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s’ substantive innovation; (3) Listed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key “Torch” high-tech enterprises can better highlight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duction. This confirms that the inter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enterprise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and support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inter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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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新能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相对整体产业而言，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发展具有政策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新企业”），其是国家创新主体，具有创新效率高和创新成本低等特点。2008年国家颠覆性改变高新企业评选办法，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较大优惠政策扶持高新企业，促进高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但是，政府诱导政策很多情况关注于“给谁钱”和“给多少钱”，较少重视“如何给”的问题[1]。在不同制度诱导背景下，高新企业创新方式差异性如何？制度理论指出企业根据特定制度环境作出合理战略决策，即企业决策受到制度环境带来的经济效率和合法性双重影响[2]。那么，高新企业在此过程会偏向于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为此，本文将思考如下问题：(1)高新企业创新是否会因为选择性制度政策和普惠性制度政策有所不同？(2)在制度诱导情境下高新企业创新可通过何种因素识别？(3)制度诱导高新企业的效果是否因高新企业上市或被认定为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而产生差异？
通常，高新企业创新受到政府逻辑影响，即经济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在经济效率方面，企业受市场利益驱动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实现创新。但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需依赖于政府和市场共同影响[3]，且政府干预作用较为明显。在合法性方面，企业受到制度环境影响需采纳市场公认做法，导致组织趋同。两种机制处于不同制度阶段，早期企业创新是出于利益选择，通过获得政府选择性政策的重点资金扶持，获取创新资源、节省创新成本和提高创新效率。随着制度进程推进，企业创新行为被迫于顺从制度环境，通过遵循政府要求取得合法性，以获得普惠性政策的普惠资金奖励。某种程度上，经济效率机制是合法性机制的开端，但合法性机制最终又能影响经济效率机制。因此，研究制度诱导高新企业的影响效果，可考察制度诱导情境下，政府制度变化与高新企业响应的互动过程，为完善政府政策，提升政府制度诱导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议。
制度诱导从上述的经济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为企业创新带来积极影响。Jefferson等[4]早期研究默认企业研发投入能提升企业创新。企业会遵循市场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资源投入促进自身技术进步。但政府在不具备甄别企业研发投入是否真实运用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制度诱导企业创新可能会导致市场机制被扭曲。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表现为策略性创新，即申请专利并非为提高高新企业技术能力，而是为迎合政府政策以获取资金奖励[5]。同时中国政府对企业骗取资金奖励的监管机制缺失及惩处力度较弱，进一步纵容企业的机会主义。基于此，学者开始注重用企业创新实际产出衡量企业创新行为，如张杰等[6]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来衡量。黎文靖等[7]探究政府扶持和企业创新关系，进而强调政府应注重扶持企业实际高质量创新。胡善成等[8]进一步发现政府政策虽能促进企业策略性和实质性创新，但只有实质性创新才能促进经济显著性增长。张杨等[9]认为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才是关键。因此，实质性创新是企业为获取技术进步的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发展是有益的，政府政策应以提升企业实际性创新为目的。策略性创新是企业为谋求其他利益而采取迎合政府的创新活动，是形式主义创新且无实际创新效果，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因此，从企业创新响应的动机考察诱导性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及学术价值。
鉴于高新企业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和经济现象，本文从“制度诱导-企业响应”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选取2017年珠三角9市11 477家制造业高新企业的截面数据，试图考察诱导性政策对高新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边际贡献如下: 其一，揭示不同诱导性政策对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解释高新企业在制度诱导情境下选择实质创新响应原因；其二，解释制度诱导企业创新中内部研发机构的调节作用及原因；其三，实证检验制度诱导上市高新企业和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创新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度引导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提供经验借鉴，助力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制度理论基础
在中国创新驱动情境下制度环境具有复杂多样性特征，制度诱导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对达到标准的企业进行政策性奖励，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存在利润导向，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直接奖励便会去迎合政府标准，从而降低了政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控制行为，但是增强了控制效果。同时，政府诱导性行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和限制，更像是政府和企业一种合作模式，以此实现对市场失灵的矫正，使得政府使用较少精力监管企业创新过程，只需通过对其创新行为进行嘉奖，便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此外，由于高新企业特性，该类企业发展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程度较大，政府政策可推动高新企业提升自主创新发展，通过获得政府激励能使其达到较为理想创新程度，从而增加其市场竞争力。完善高新企业相关政策可通过改进与完善政府政策诱导模式得以实现，不同政策下激励模式有所不同，对高新企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
政府补助和税收减免是政府最常用的诱导性政策[10]，分别具有选择性和普惠性特点。其一，选择性制度诱导，即政府研发补助。作为最直接的补助方式，选择性制度诱导通过培育高新企业创新内在动力和为高新企业创新创造有利条件，使得企业谋求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以增强自身实质创新能力。其二，普惠性制度诱导，即税收减免优惠。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政府为实现创新驱动带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既定目标，会采取普惠性制度诱导高新企业创新赶超先进技术，对高新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制度诱导优势在于给予特定高新企业提供额外性资金收入及降低创新资源获取门槛，从而降低高新企业内部研发成本支出压力和外部融资约束压力，使得高新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走在市场前沿，并在市场利益驱动下追求最大化经济利润而不断提升创新效率，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实现技术创新过程中，高新企业会因创新难度的不确定性而产生资金断裂风险。但由于政府研发补助给予的资金扶持，为高新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支撑，分散了其创新失败导致的资金断裂风险，帮助企业克服创新不确定性影响，促进高新企业技术创新[11]，进而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制度诱导同样存在发展困境。由于当前制度诱导存在精准度欠缺问题[12]，无法甄别高新企业创新是否真实运用，由此引发新问题，即导致企业产生同质化趋同现象，对市场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性作用，使得经济中存在寻租活动。在此情况下，部分企业会倾向于迎合政府标准[13]，进行形式主义的策略性创新以获得政府奖励，而忽略创新质量。
1.2制度诱导与企业创新
制度诱导政策作为一种政府激励政策，通过高新企业的经济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对企业创新响应产生影响作用。制度诱导政策作为重点扶持特定企业的有效手段和直接提供资金补助的方式，从选择性制度诱导和普适性制度诱导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作用。此外，企业创新通常存在两种形式，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7]。其中，实质性创新是企业为获取技术进步的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发展是有益的，政府政策应以提升企业实际性创新为目的。策略性创新是企业为谋求其他利益而采取迎合政府的创新活动，是形式主义创新。
选择性制度诱导作为最直接补助方式，能够通过培育高新企业创新内在动力，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使得高新企业寻求经济效率路径，以增强自身实质创新能力。在经济效率层面，政府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一方面，可以丰富并补充企业创新资源[14]，降低企业创新边际成本和提高创新效率[15]。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创新活动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16]，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这能有效降低高新企业内部研发成本支出压力和外部融资约束压力，使得高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走在市场前沿，并在市场利益驱动追求最大化经济利润而不断追求实质性创新。
普惠性制度诱导高新企业通过寻找合法性路径开展创新，激励高新企业创新赶超先进技术。在合法性层面，政府通过向特定企业提供研发补助，能向外界释放高新企业获取制度合法性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信号，实现企业创新趋同，激励企业创新赶超。此时，市场传递企业被认可信号以及利好投资信号[17]，使其获得更多投资者关注，获得市场创新资源，促进市场优势地位。此情境下，由于高新企业获得政府普适性扶持的相对成本低而收益高，降低创新资源获取门槛，对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作用，普惠性制度诱导可帮助企业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18]。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 选择性制度诱导情境下，企业实质性创新高于策略性创新。
H1b: 普适性制度诱导情境下，企业实质性创新高于策略性创新。
1.3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调节作用
制度扶持会促使政府和被扶持企业偏好产生同质化，对市场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性作用，在市场无法盈利情况下，企业开始谋求获取其他利益，如获得政府政策奖励。同时，由于目前政府诱导具有精准度欠缺和惩罚力度不够的问题[12]，使政府较难甄别企业是否存在真实创新。在此背景下，企业获得政府扶持的相对成本低而收益高，部分企业倾向以简单快速方式完成某项考核指标而非考虑创新质量[13]，以迎合政府考核，采取策略性创新。此时，较难有效区分制度诱导对高新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此因素下，王旭娜等[19]发现研发机构存在专业优势和技术专长可促进企业创新。但随着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作用增强，外部研发机构给企业创新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张炜等[20]认为当独立研发机构在创新资源配置占比过大时，会扭曲国家创新体系结构。因此中国各级政府开始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一旦企业拥有内部研发机构表示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21]，必会遵照市场竞争原则运作，通过降低创新成本及提高创新效率以实现市场利益最大化，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对内调动整体资源，对外利用市场资源[22]，进一步汇集市场资金和创新资源，缓解企业创新资源匮乏局面。此时，企业通过研发机构能优化资源形成创新合力，进而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选择方向和转变能力，助力企业技术突破和取得创新成果，从而抢占领域技术制高点，实现创新可持续化发展。
在制度诱导情境下，拥有内部研发机构的企业在获得政府创新扶持上具有优势，即帮助企业更容易地获得市场优势和合法性[23]。具体而言，由于研发机构作为高新企业实施创新研发的主要载体平台，研发机构和自主创新能力挂钩。在经济效率方面，内部研发机构能够有效推动实质性创新，不断进行创新迭代，保持竞争优势。在合法性方面，内部研发机构可作为高新企业联系政府的桥梁，更容易受到政府扶持并享受到倾斜性政策。此时，高新企业会主动追求实质性创新以获得合法性身份。此外，各级政府为响应和落实创新政策，扶持和激励本土企业的创新力度和能力，通常会鼓励并扶持拥有内部研发机构的企业，一方面使其能获得政府给予的新初始资金，减少创新投入成本；另一方面，使其获得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认可，并使得企业获得隐形性资产[24]，为企业创新活动开展提供支持保障。最终，内部研发机构能够增强制度诱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 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对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存在积极显著作用。
H2b: 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对高新企业策略性创新不存在积极显著作用。
H2c: 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能够有效调节制度诱导对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影响作用。
1.4 “制度诱导-企业创新”理论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重点研究选择性制度和普惠性制度诱导高新企业创新影响，并引入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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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度诱导-企业创新”理论框架

2. 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在样本收集过程中对数据作如下处理：（1）由于数据保密性原则，为保持企业指标口径统一，选择2017年广东省部分城市高新企业截面数据；（2）为减少缺失值造成误差，对关键变量缺失企业进行剔除；（3）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双边缩尾处理。最终，选取珠三角9市11 477家制造业高新企业数据。
2.2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实质性创新是企业寻求技术优势为目的，通常以发明专利数衡量实质性创新[6]；策略性创新是企业以迎合政府创新标准为目的，通常以非发明专利数衡量策略性创新[7]。
（2）解释变量
政府制度诱导是政府影响企业的一种政策性工具，选择性制度诱导和普惠性制度诱导是政府财政扶持主要手段。其中，选择性制度诱导。借鉴杨洋等[25]、郭秀强等[26]的研究，政府研发补助用财政科技经费直接资助来衡量；普惠性制度诱导，即税收减免优惠，主要考虑企业实际所得税优惠部分[27]。上述变量可以有效反映出政府对微观企业具体实施强度影响，即政府扶持具体数额[28]。
（3）调节变量
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能有效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4]，其通过降低创新成本及提高创新效率以实现市场利益最大化。故选择企业内部研发机构数量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制度诱导对高新企业创新响应过程机理。
（4） 控制变量
为消除其他因素对实证模型及数据分析影响，本文还控制常见企业变量，如企业规模、年龄及出口业务。其中，企业规模能够体现企业新产品研发能力[29]；企业年龄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竞争力会随着年龄而增加[30]；企业出口业务能表示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通常该类企业存在较强创新能力[31]。
上述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
	类型
	名称
	符号
	计算方式

	被解释变量
	策略性创新
	b1
	ln（企业外观和实用专利申请总数+1）

	
	实质性创新
	b2
	ln（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1）

	解释变量
	选择性制度诱导
	p1
	ln（企业获得财政科技经费资助额+1）

	
	普惠性制度诱导
	p2
	ln（企业获得减免税总额+1）

	调节变量
	企业内部研发机构
	Center
	ln（企业研发机构数量+1）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企业职工总数+1）

	
	企业年龄
	Age
	研究年份−注册时间+1

	
	企业出口行为
	Export
	企业有国外业务变量为1；否则为0



2.3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研究假设，本文研究不同制度诱导对制造业高新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企业内部研发机构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1）
        （2）
（3）
式（1）~式（3）中，可分别表示策略性创新，实质性创新；可分别表示选择性制度诱导普惠性制度诱导；表示回归系数；表示常数项；表示随机干扰项；i表示样本数。
3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可观察出各个指标样本无缺失值，选择性制度诱导、普惠性制度诱导、高新企业策略性创新、实质性创新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均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控制变量中不同企业之间的规模和年龄也存在较大差距。结果表明：其一，在制度诱导中，少部分制造业高新企业受到制度诱导程度较高，如获得政府研发补助或税收减免优惠，大部分企业受到诱导程度较少，甚至没有。其二，在高新企业创新中，企业倾向策略性创新高于实质性。但由于上述指标均有为0的情况，说明不是所有样本企业在当年存在创新，也不是所有样本企业在当年得到政府创新扶持。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1
	11 477        
	0.994
	1.062
	0
	3.850

	b2
	11 477
	0.519
	0.786
	0
	3.367

	p1
	11 477
	0.744
	1.662
	0
	6.282

	p2
	11 477
	1.698
	2.265
	0
	7.960

	Center
	11 477
	0.633
	0.290
	0
	1.609

	Size
	11 477
	4.251
	1.353
	1.946
	7.764

	Age
	11 477
	10.390
	5.831
	1.000
	59.000

	Export
	11 477
	0.263
	0.440
	0
	1.000



3.2 相关性检验
通过对各变量相关系数检验，从表3观察p1、p2分别对b1、b2存在正向显著相关性。同时，p1、p2分别对控制变量也存在正向显著相关性，证实其对核心变量存在控制作用。此外，通过所有变量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均低于阈值10，证明变量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

表3 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b1
	b2
	p1
	p2
	Center
	Size
	Age
	Export

	b1
	1.000 0
	
	
	
	
	
	
	

	b2
	0.403 9*
	1.000 0
	
	
	
	
	
	

	p1
	0.144 7*
	0.277 0*
	1.000 0
	
	
	
	
	

	p2
	0.266 4*
	0.362 6*
	0.281 6*
	1.000 0
	
	
	
	

	Center
	0.070 5*
	0.140 1*
	0.128 1*
	0.182 6*
	1.000 0
	
	
	

	Size
	0.341 8*
	0.362 4*
	0.228 5*
	0.572 4*
	0.185 8*
	1.000 0
	
	

	Age
	0.075 6*
	0.147 1*
	0.191 8*
	0.325 1*
	0.117 4*
	0.424 8*
	1.000 0
	

	Export
	0.182 3*
	0.143 4*
	0.113 5*
	0.251 4*
	0.078 3*
	0.381 1*
	0.194 4*
	1.000 0


注：***为P < 0.01， **为P < 0.05，*为P < 0.1。下同。


3.3 基准回归分析
检验制度诱导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1和模型2表示选择性制度诱导对企业策略性和实质性创新存在正向显著性影响，模型3和模型4表示普惠性制度诱导对企业策略性和实质性创新存在正向显著性影响，两种制度诱导均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影响相对较高。表明相较于策略性创新，企业实质性创新需要更多资源，对政府扶持产生较大依赖。选择性制度诱导可为企业带来两种优势，一方面，可以补充企业缺乏的资金资源，分散创新风险；另一方面，可以给予企业被认可标签，帮助企业在市场获得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故假设H1a和H1b成立。
表4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1
	0.070***
	0.098***
	
	

	
	(12.561)
	(18.752)
	
	

	p2
	
	
	0.054***
	0.081***

	
	
	
	(9.754)
	(18.950)

	Age
	0.010***
	−0.004***
	−0.018***
	−0.004***

	
	(6.221)
	(−3.228)
	(−10.039)
	(−3.126)

	Size
	0.902***
	0.191***
	0.232***
	0.141***

	
	(108.525)
	(28.671)
	(24.127)
	(19.541)

	Export
	−0.034
	0.002
	0.145***
	−0.003

	
	(−1.563)
	(0.096)
	(6.103)
	(−0.178)

	_cons
	1.302***
	−0.319***
	0.067*
	−0.172***

	
	(41.305)
	(−13.846)
	(1.947)
	(−6.985)

	样本量/个
	11 477
	11 477
	11 477
	11 477

	R2
	0.641
	0.172
	0.135
	0.168

	F
	5 486.387
	405.703
	385.889
	388.550



3.4 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5和模型6表示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存在正向显著性影响，对企业策略性创新影响不显著。表明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能显著提升实质性创新，故假设H2a和H2b成立。在实质性创新层面，模型7和模型8分别显示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在选择性和普惠性制度诱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影响过程的调节作用，显著水平为1%。表明企业内部研发机构给企业实质性创新带来边际递增效应，会通过制度诱导增加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影响作用，这种影响效果会随着制度诱导力度增大而增强。原因可归结两方面：其一，实质性创新需要资源要素持续性投入。在选择性制度诱导情境下，政府会选择支持具有内部研发机构的企业，使该企业获得额外性收入，使得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设立能为企业带来政府创新资源。同时研发机构更能捕捉到市场技术变化，走在市场前沿，更能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获得市场创新资源，弥补企业创新资源匮乏局面，从而提升实质性创新。其二，政府诱导性政策颁布时通常会邀请典型企业专家参与决策，来自企业研发机构的专家成为构建制度诱导政策的一部分，使其所在企业对政府制度认同感更高，更容易受到政府扶持。其三，在普惠性制度诱导情境下，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能帮助政府甄别创新情况，研发机构若无产出效果则无法满足政府要求，只能获得最低的普适奖励。为了得到更多税收减免额度，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要实质性产出而不是策略性迎合，进而观测研发机构产出结果可间接帮助政府甄别出追求实质性创新的企业，故假设H2c成立。

表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p1×Center
	
	
	0.058***
	

	
	
	
	(3.835)
	

	p1
	
	
	0.054***
	

	
	
	
	(4.590)
	

	p2×Center
	
	
	
	0.066***

	
	
	
	
	(5.444)

	p2
	
	
	
	0.033***

	
	
	
	
	(3.533)

	Center
	0.037
	0.205***
	0.098***
	0.030

	
	(1.095)
	(7.684)
	(3.551)
	(0.994)

	Age
	−0.016***
	−0.002
	−0.005***
	−0.005***

	
	(−8.912)
	(−1.190)
	(−3.486)
	(−3.424)

	Size
	0.277***
	0.204***
	0.185***
	0.137***

	
	(31.998)
	(30.084)
	(27.880)
	(19.120)

	Export
	0.155***
	0.011
	0.002
	−0.001

	
	(6.462)
	(0.585)
	(0.133)
	(−0.079)

	_cons
	−0.081**
	−0.464***
	−0.351***
	−0.168***

	
	(−2.212)
	(−16.659)
	(−12.792)
	(−5.515)

	样本量/个
	11 477
	11 477
	11 477
	11 477

	R2
	0.126
	0.137
	0.177
	0.175

	F
	356.944
	322.052
	280.765
	271.356



3.5 异质性检验
当高新企业为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或上市高新企业时，是否会影响制度诱导企业实质性创新效果，具体如下：
其一，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分组检验结果见表6。模型9和模型10分别为选择性制度诱导对非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和火炬重点计划高新企业创新影响，模型11和模型12分别为普惠性制度诱导非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和火炬重点计划高新企业创新影响。制度诱导对非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和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均存在正向显著性，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更为明显。原则在于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具体特殊性质，更容易受到政府重点扶持和监管。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加强高新企业创新监管，将制度诱导标准调高以甄别高新企业创新成果，筛选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通过重点扶持提高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因此，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受到政府选择性诱导政策扶持影响程度更高。同时，由于该类企业相较于非火炬重点高新企业创新成本较高，普惠性诱导政策减免程度也较多，故其受到普惠性诱导政策影响更高。

表6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异质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p1
	0.094***
	0.102***
	
	

	
	(17.087)
	(6.306)
	
	

	p2
	
	
	0.078***
	0.088***

	
	
	
	(17.601)
	(5.814)

	Age
	−0.005***
	0.0001
	−0.005***
	0.002

	
	(−3.447)
	(0.034)
	(−3.465)
	(0.365)

	Size
	0.182***
	0.257***
	0.134***
	0.199***

	
	(26.529)
	(10.190)
	(18.103)
	(6.835)

	Export
	−0.004
	0.031
	−0.008
	0.024

	
	(−0.197)
	(0.491)
	(−0.450)
	(0.374)

	_cons
	−0.286***
	−0.556***
	−0.143***
	−0.382***

	
	(−12.086)
	(−6.024)
	(−5.685)
	(−3.699)

	样本量/个
	10 558
	919
	10 558
	919

	R2
	0.156
	0.263
	0.154
	0.253

	F
	334.086
	66.342
	321.653
	63.437



其二，上市企业分组检验结果见表7。模型13和模型14分别为选择性制度诱导非上市高新企业和上市高新企业创新影响，模型15和模型16分别为普惠性制度诱导非上市高新企业和上市高新企业创新影响。制度诱导对上市高新企业和非上市高新企业均存在正向显著性。在选择性制度诱导下，上市企业创新更为明显；在普惠性制度诱导下，非上市企业创新更为明显。原因在于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资源要素持续性投入，存在研发成果无法在短期内商业化的风险。基于此，成本增加和融资渠道不稳定会进一步制约企业创新[32]。上市企业拥有良好融资环境，便于企业开展市场化融资，使得高新企业更加便捷地从外界获取创新资源，从而推动自身实质性创新。当上市高新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后，政府通过给予选择性政策诱导企业对原有技术重新组合，提升高新企业创造力。而非上市高新企业虽然受到选择性政策诱导，由于资金不够充裕，其创新效果不如上市高新企业。此外，当企业摆脱融资约束困境后，普惠性制度诱导对上市企业虽有促进作用，但吸引力度较弱，而对于缺少融资渠道的非上市高新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7 上市高新企业异质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p1
	0.090***
	0.103***
	
	

	
	(16.529)
	(5.733)
	
	

	p2
	
	
	0.076***
	0.054***

	
	
	
	(17.182)
	(2.750)

	Age
	−0.005***
	−0.007
	−0.005***
	0.000

	
	(−3.721)
	(−0.933)
	(−3.852)
	(0.022)

	Size
	0.176***
	0.343***
	0.129***
	0.331***

	
	(26.073)
	(9.462)
	(18.044)
	(7.402)

	Export
	0.001
	0.018
	−0.001
	−0.025

	
	(0.063)
	(0.210)
	(−0.043)
	(−0.291)

	_cons
	−0.259***
	−0.808***
	−0.120***
	−0.845***

	
	(−11.136)
	(−5.152)
	(−4.886)
	(−5.014)

	样本量/个
	10 931
	546
	10 931
	546

	R2
	0.145
	0.273
	0.143
	0.234

	F
	314.770
	56.051
	304.096
	45.772



3.6 稳健性检验
为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采取替换测量指标方式进行验证。其一，借鉴余明桂等[33]使用樊纲指数作为制度环境指标替换制度诱导进行检验。模型17为制度环境对实质性创新（b2）结果。其二，借鉴栾强等[34]使用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创新指标替换实质性创新指标进行检验。模型18和模型19分别为选择性和普惠性制度诱导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结果。经检验结果显示制度诱导制造业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正向显著性，与前文结果无明显差异。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制度环境
	0.137***
	
	

	
	(3.866)
	
	

	p1
	
	0.059***
	

	
	
	(14.519)
	

	p2
	
	
	0.040***

	
	
	
	(12.2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_cons
	−0.730***
	−0.166***
	−0.098***

	
	(−7.519)
	(−9.574)
	(−5.397)

	样本量/个
	11 477
	11 477
	11 477

	R2
	0.133
	0.108
	0.097

	F
	314.457
	204.499
	186.853



3.7 因果性检验
近年来，机器学习广泛性应用于因果推断检验。为证实研究变量具有因果性，本文借鉴Zheng等[35]的Non-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via trace exponential and augmented lagRangian for structure learning(NOTEARS)算法进行验证。通过NOTEARS算法构建因果关系图，进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性检验，变量的因果关系通过方向线形成有向无环网络，即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系统全面地进行多重因素组合协同，适用于多种制度环境和企业创新协同复杂性研究，可以补充传统方法的不足。通过Python软件进行实验，具体步骤见图2。
[bookmark: _GoBack]【图2: 请作者修改第8个方格中的“*”为“×”】
[image: ]
图2 因果性检验流程

如图3所示，选择性制度诱导和普惠性制度诱导均为因，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为果，有效证实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性。

[image: ]
图3 因果性结果


4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7年珠三角9市11 477家制造业高新企业数据，检验制度诱导对高新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企业内部研发机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
其一，制度诱导情境下制造业高新企业倾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响应，即发明专利申请。原因在于企业实质创新过程需要获得更多创新资源，对政府扶持依赖性较强。其一，可降低企业创新过程不确定性和创新活动风险。其二，可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投资者关注，并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从而获得市场创新资源，故选择性制度诱导更能促进高新企业积极开展实质性创新。
其二，企业内部研发机构能部分纠正制度诱导制造业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对其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和自主创新能力挂钩，内部研发机构设立能为企业实质性创新带来边际递增效应，即内部研发机构随着政府资金扶持增加而增强其对企业实质性创新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其一，内部研发机构设立能为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和奖励，弥补自身创新资源匮乏局面，从而提升实质性创新。其二，内部研发机构更能捕捉到市场技术变化，更能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获得市场创新资源，从而提升实质性创新。其三，内部研发机构若无实际产出效果则无法达到政府考核标准，这间接促进企业追求实质性创新，获得高质量成果产出。
其三，制度诱导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影响更显著。原因在于该类高新企业受到政府机构监管程度较高，政府可以对其创新行为进行有效监管，规范并纠正，从而更能遵守并实施政府政策，追求实质性创新而非策略性创新。在此背景下，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是政府通过加强对企业研发机构监管筛选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通过选择性政策引导该类企业合理化配置市场创新资源及普惠性政策减免创新成本，可有效地发挥政府资源对该类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
其四，选择性制度诱导对上市高新企业影响更显著，普惠性制度诱导对非上市高新企业影响更显著。原因在于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需要资源要素持续性投入，高新企业在面临融资困境时，倾向于减少高成本、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导致融资约束成为抑制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的重要因素。当高新企业上市后可为自身提供良好融资环境，便于市场化融资，使得其从外界获取创新资源方式更便捷，能有效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其研发创新效率会得到提升，从而推动实质性创新活动。普惠性政策减免高新企业创新成本，对于没有摆脱融资困境的非上市高新企业影响更加明显。
4.2 研究贡献
其一，在单个制度诱导作为影响企业创新响应基础上，如黄键斌等[15]和韩凤芹等[36]的研究，基于“制度理论-企业创新”框架解释不同制度诱导对高新企业创新影响情况，发现制造业高新企业面对不同制度诱导时，存在不同创新表现，从而帮助政府制定合理扶持政策，是制度理论应用于高新企业创新管理的有益尝试。
其二，黎文靖等[8]和胡善成等[8]过往文献大多探讨制度诱导企业创新响应影响，但缺乏考量企业内部情境。基于此，将高新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引入，补充制度理论应用于高新企业创新情境，并回答高新企业能否利用内部研发机构转化为创新能力优势的问题，具有新的发现，丰富了该领域研究。
4.3 管理启示
企业内部研究机构对制造业高新企业创新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促使制造业高新企业实质性创新，政府应鼓励并扶持高新企业设立内部研发机构，具体如下：
其一，在经济效率方面：内部研发机构作为高新企业实施创新研发的主要载体平台，可掌握市场技术发展动态并与区域内创新主体良性互动，有效对接各类创新要素，并通过汇聚相关资源可形成创新合力，弥补自身创新资源匮乏局面，使得企业从外界获取创新资源方式更便捷，缓解资金约束。在此基础上，发挥高新企业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合作发展，能够降低自身创新成本和提高创新效率，从而推动实质性创新，不断进行创新迭代，保持竞争优势。
其二，在合法性方面：内部研发机构可作为高新企业联系政府的桥梁，能起到媒介作用，帮助高新企业获取并整合政府关键性创新资源。此外，政府诱导性政策颁布时通常会邀请典型企业专家参与决策，来自高新企业研发机构的专家成为构建制度诱导政策的一部分，作为高新企业诱导政策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此背景下，拥有研发机构的高新企业对政府制度认同感更高，更容易受到政府扶持并享受到倾斜性政策，助力高新企业创新活动展开。因此，内部研发机构可助力高新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和奖励，从而推动实质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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